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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虽然大量的研究已利用模型拟合的方法对植物群落的物种多度分布（SAD）

进行了不同的数学模型拟合，但对于 SAD 形状（曲线的偏斜度）如何在环境梯

度上连续变化的研究仍然不足。尤其对于森林群落而言，同一地区不同植被类型

群落 SAD 的模型拟合和形状变化是否一致，仍无明确的结论。该研究针对安吉

小鲵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分布的主要森林植被类型，利用样方调查法，记录了

28 个 20 m × 20 m 样方中的物种组成及其个体多度。通过利用对数级数和对数正

态模型对样方中的 SAD 曲线进行拟合，进而选择最优模型，并且利用 Gambin
模型中的α值和 Weibull 模型中的η值反映 SAD 的形状，以及 Weibull 模型中λ值
反映 SAD 的变化尺度（物种间个体多度的差异程度），分析海拔高度与 SAD 的

形状和变化尺度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该地区的森林群落物种多度分布

主要符合对数级数模型。（2）当包含所有样方时，α值和η值与海拔高度无显著

相关性，λ值与海拔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3）针对不同的植被类型，常绿与

落叶阔叶混交林中α值和η值与海拔高度间具有负相关关系，但在落叶阔叶林中λ
值与海拔高度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而α值和η值与海拔高度之间均无显著相关性。

该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的植被类型 SAD 的形状变化与海拔之间的关系存在差异，

说明海拔对不同植被类型中各物种多度分布的影响是不同的，如此，在关于植物

群落的物种多度分布及其与影响因子关系的研究中，需要考虑区分不同的植被类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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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 Although many studies have applied mathematical models to fit the SADs
of plant communities, there are still few studies on the changes in the shape of SAD
(i.e., the skewness of the SAD curves) along the environmental gradient. Especially
for forest communities, we are still unclear whether the model fitting and shape
change of SADs are consistent in different vegetation types. Here, we set up 28 20 m
× 20 m plots in the Hynobius amjiensis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according to the
main forest vegetation types in this region. The species composition and abundance of
each species were surveyed in each plot. The logseries model and the lognormal
model were fitted to the SAD in each plot, and then the best-fit model was selected
based on the AICc. The α value in the Gambin model and the η value in the Weibull
model were calculated to reflect the shape of SAD in each plot. The λ value in the
Weibull model was calculated to reflect the scale of SAD (i.e., the range observed in
abund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ltitude and the shape and the scale of SAD
was analyzed.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1) The logseries model fitted the SAD
better than the lognormal model. (2) When all plots were include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AD shape (α and η) and altitude, but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λ value and altitude. (3) There wa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altitude and α and η value in the deciduous and
evergreen broad-leaved forests, and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α value and altitude in the deciduous broad-leaved forest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model fitting and shape change of SADs along the environmental
gradient are related to the vegetation types of the forest community.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onsider the vegetation types when analyzing the changes in SAD shape
in plant communities.
Key Words: Subtropical forests, community structure, species abundance distribution,
models, vegetation types, Longwangshan

物种多度分布（species abundance distribution，SAD）自提出以来，关于物

种多度分布模型的研究一直以来是生态学家感兴趣的话题之一（Fisher et al.,
1943; Bazzaz, 1975; Magurran, 2005; Ulrich et al., 2022），并且在保护生物学、应

用生物学和生物地理学等研究领域扩展（Matthews & Whittaker, 2015; Whittaker
et al., 2017）。SAD 同时结合了群落中物种丰富度和物种相对多度等信息，是生

态群落定量分析的重要工具，能够提供更多物种多度分布的信息（如常见种和非

常见种的比例等）（McGill et al., 2007; Ulrich et al., 2010）。因此，分析 SAD 在

理解群落构建过程、物种多样性保护和生物多样性管理等方面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和应用价值。

一般而言，群落内的物种组成和多度受到扩散和定殖率、灭绝率、环境过滤

或选择、物种形成等生态过程的影响（Vellend, 2016; 刘金亮和于明坚, 2019）。

已有研究认为可以根据群落内 SAD 的形状所拟合的模型，能够反映上述中性过

程和生态位过程等的影响（Ulrich et al., 2016a; Arellano et al., 2017; Wang et al.,
2018）。在针对物种多度分布曲线模型拟合研究中，最广泛使用的为对数正态分

布模型（lognormal model）（Sukhanov, 1991）和对数级数分布模型（logseries model）
（Fisher et al., 1943）。在资源贫乏、环境不稳定的群落中，由于受到扩散过程

和生态漂变等中性过程的影响，SAD 一般符合对数级数模型；而在资源丰富、

环境相对稳定和成熟的群落中，由于主要受到种间相互作用和环境过滤等生态位

过程的影响，该类群落的 SAD 一般符合对数正态模型（Ugland et al., 2007; Ulrich
et al., 2016a; Arellano et al., 2017）。对于森林群落，受气候因子的影响将形成不

同的森林植被类型，比如，常绿阔叶林群落主要分布在亚热带和热带等气温较高



和气候变化相对稳定的环境中，而落叶阔叶林主要分布在温度相对较低和气候变

化较大的环境中。目前，虽然国内外已对何种模型能更好地拟合植物群落的 SAD
进行了大量理论研究（Ulrich et al., 2010），但尚未考虑不同森林植被型间的 SAD
的差异，主要针对某一个地区的某一种植被类型。例如，对数正态模型对长白山

北坡云冷杉阔叶混交林的物种多度格局拟合效果最好（郭跃东等, 2021）；或在

不同的空间尺度上探讨 SAD 的最优拟合模型，如程佳佳等（2011）发现不同模

型对不同尺度上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群落物种多度分布拟合效果不同。但对于何种

模型更能拟合何种植被类型的物种多度分布，尚未获得统一的认识，限制了我们

对不同森林植被类型中物种多度分布差异及其驱动因子的理解。

通过利用 SAD 的最优拟合模型推测群落构建过程，长期以来存在争议，但

随着 SAD 模型的进一步发展，关于 SAD 的研究已从前期模型拟合（Bazzaz, 1975;
Ulrich et al., 2010），以及对生态位理论或随机过程的检验（Chisholm & Pacala,
2010; Matthews & Whittaker, 2014; Wang et al., 2018），逐渐转移到 SAD 在空间

和时间上的形状变化及其影响因子的研究上（Ulrich et al., 2016a; Arellano et al.,
2017; Whittaker et al., 2017; Ulrich et al., 2022）。如此，更深入地理解 SAD 形状

的变化以及驱动 SAD 形状变化的背后机制，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可能有助

于生物多样性管理（Matthews & Whittaker, 2015）。然而，目前探讨影响植物群

落 SAD 形状在空间尺度上的生态驱动因素的实证研究仍然较少。在全球尺度上，

研究发现木本植物（Ulrich et al., 2018; Matthews et al., 2019）和旱地植物（Ulrich
et al., 2016b）的 SAD 的形状显著受到气候变异性和环境选择作用。而海拔梯度

通过对温度和湿度等气候因子的影响，是影响森林群落植被类型变化的关键驱动

因子，也会显著影响森林群落的 SAD 形状变化（Arellano et al., 2017）。尤其，

森林植被类型的分布受到海拔梯度的影响，例如在亚热带低海拔地区主要分布常

绿阔叶林、常绿针叶林、常绿常绿针叶与阔叶混交林等，而在高海拔地区主要分

布有落叶阔叶林等。但部分研究在分析海拔等影响因子与 SAD 形状之间的关系

时，并未区分不同的植被类型（Ulrich et al., 2016b; Arellano et al., 2017），对于

海拔高度如何影响不同植被类型中 SAD 形状的变化，尚缺乏系统研究。

本研究选择分布于亚热带浙江安吉小鲵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落叶阔叶林、

常绿针叶林和常绿与落叶阔叶混交林等植被类型，针对各植被类型设置森林固定

监测样地，结合各样地中记录到的物种组成和个体多度数据，通过拟合对数级数

模型和对数正态模型以及计算用以反映 SAD 的形状的模型参数，分析不同森林

植被类型中 SAD 形状与样地所在海拔之间的关系，预期解决以下科学问题：（1）
不同的森林植被类型中 SAD 的模型拟合是否一致；（2）亚热带森林群落 SAD
形状变化（曲线的偏斜度）与海拔高度之间的关系如何，以及在不同森林植被类

型中是否存在差异。

1 材料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浙 江 安 吉 小 鲵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 119°23′48″—119°26′38″ E 、

30°22′32″—30°25′12″ N），原为安吉龙王山省级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浙江省北部

的安吉县境内，处于中国东部中亚热带北缘地带，与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毗

邻，是长三角地区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最高峰海拔 1 587.4 m，气候

垂直变化明显，植被垂直分布明显，沿海拔梯度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自然植被类型，

主要以栎类为常见种的落叶阔叶林、常绿与落叶阔叶混交林为主；另外，也存在



部分以小叶青冈（Quercus gracilis）、褐叶青冈（Q. stewardiana）等为常见种的

中山地带常绿阔叶林，以及以黄山松（Pinus taiwanensis）等为主的常绿针叶林

和常绿针叶与阔叶混交林等。保护区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年均温 15.5 ℃，

年极端最高温39.9 ℃，极端最低温-11.7 ℃，无霜期225 d。年平均降水量1 640 mm，

主要集中在 6—7 月份（徐建等, 2014）。

1.2 样地设置和调查方法

选择安吉小鲵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分布的主要森林植被类型，为保证各植被

类型在海拔梯度上取样的充分性，由低海拔到最高海拔，根据各植被类型的分布

均匀设置样方，共设置 28 个 20 m × 20 m 大小的森林固定监测样地（表 1）。采

用激光测距仪和罗盘仪进行样方的标定，并在样方的 4 个角用水泥桩做永久标记，

建成森林固定监测样地。每个 20 m × 20 m 的样地分为 16 个 5 m × 5 m 的小样方，

以 5 m × 5 m 小样方为基本单元，定位并挂牌标记里面所有胸径≥1 cm 的木本植

物个体，记录物种名、胸径、高度和生长状况等信息。参考郭柯等（2020）对植

被类型划分方法，利用样方内调查到物种的重要值大小和生活型，将调查到的森

林植被类型划分为常绿阔叶林（evergreen broad-leaved forest，EBLF）、常绿与

落叶阔叶混交林（mixed evergreen and deciduous broad-leaved forest，EDBLF）、

常绿针叶林（evergreen coniferous forest，ENF）、常绿针叶与阔叶混交林（evergreen
mixed coniferous and broad-leaved forest，ECBLF）、常绿针叶与落叶阔叶混交林、

落叶阔叶林（broadleaved deciduous forest，BDF）、落叶针叶林（deciduous
coniferous forest，DCF），其中，各植被类型分别包含 1、5、6、2、1、12、1
个样方（附表 1）。

1.3 环境因子测量

利用用手持 GPS 仪在样方的中心位置处测量每个样方所在经纬度，并测量

海拔高度，并测量了每样样方所在的坡位和坡向等信息。

1.4 统计分析

利用非参数检验（Mann-Whitney 检验）方法，分析不同植被类型间物种数

的差异。

对样方内所有调查到的胸径≥1 cm 的木本植物进行计数，获得每个物种的多

度，并对样方内的物种按照多度水平从高到低排序，可获得物种-多度曲线图（即

Whittaker 图）（Whittaker, 1965）。结合物种-多度曲线可用于后续 SAD 模型的

拟合分析。

为回答不同的森林植被类型中 SAD 的模型拟合是否一致这一科学问题，在

Whittaker 图中，已有多个模型可以用来拟合物种多度分布，该研究中选取最常

用的两个模型，即对数正态模型（Sukhanov, 1991）和对数级数模型（Fisher et al.,
1943），分别拟合每个样方中的物种-多度分布曲线（程佳佳等, 2011）。具体模

型如下：

对数正态模型：Ai = �log � +log (�)� （i=1, 2, 3, …） （1），

对数级数模型：En = αXn/n （n = 1, 2, 3, …） （2），

S/N=[-ln(1-X)][(1-X)/X] （3），

α= N(1-X)/X （4），

其中，对数正态模型中，μ和δ分别表示正态分布的均值和方差，N表示正态

偏差，Ai表示样方中第 i个种的多度 Ai；对数级数模型中，En表示样方中第 n个
物种的多度 En，α和 X为参数，分别有（3）和（4）获得，S为样方中的总物种

数，N为样方中总个体数。



为分析物种多度分布数据对对数级数和对数正态分布的拟合效果，采用对小

样本进行修正的赤池信息量准则（Akaike’s Information Criteria, AICc）选择最优

拟合模型（Burnham & Anderson, 2002）。当两模型进行比较时，具有最小的 AICc
值的模型为该多度数据分布的最优拟合模型。

该研究中为了解决 SAD 形状变化（曲线的偏斜度）与海拔高度之间的关系，

首先通过采用模型拟合的方法，利用Gambin模型和Weibull模型中可以反映SAD
曲线的偏斜度和物种多度差异程度的参数表示SAD的形状。利用R软件“gambin”
包中的“fit_abundances()”命令对每个样方中的 SAD 拟合 Gambin 模型（Matthews
et al., 2014），并计算该模型中可以反映曲线偏斜度的参数α值。Gambin 模型结

合了伽马分布中的二项取样方法（Ugland et al., 2007），该模型对于不同的数据

均有很好的拟合效果，并且该模型提供的α参数，可以很好的反映所拟合曲线的

形状（Matthews et al., 2014; Matthews et al., 2018）。一般，当α值越大，表示 SAD
趋向于对数正态分布，而α值越小，SAD 曲线越趋向于对数级数分布，此时 SAD
曲线的偏斜程度越大，偶见种（样地内个体相对多度和出现频率较低的物种）比

例大，常见种（样地内个体相对多度高且出现频率较高的物种）比例小（Ugland
et al., 2007）。另外，我们也同时使用另一个常用于 SAD 的 Weibull 模型中的参

数（η和λ）反映 SAD 形状。利用“sads”包中的“fitsad( )”命令拟合 Weibull 模
型并计算该模型中的参数η和λ（Ulrich et al., 2018; Ulrich et al., 2022）。Weibull
模型中的参数η表示模型拟合曲线的形状，与 Gambin 模型中的α值具有相同的生

态学意义，η值越小，SAD 曲线的偏斜度增加，当η=2 时，被认为更接近对数正

态分布，当η=1 时，接近对数级数分布。Weibull 模型中的参数λ表示物种多度的

变化尺度范围，λ值越大，表示群落中物种多度的差异程度越大，可以衡量一个

群落中物种多度的变化范围。当前，Weibull 模型中的这两个参数可以作为模拟

物种多度分布模型的通用工具，对于不同植物群落的物种多度分布形状有很好的

拟合能力（Ulrich et al., 2018; Ulrich et al., 2022）。

为了使模型的拟合结果更加准确，物种数应高于 10 种，因此，我们将样方

中物种数低于 10 种的样方没有包含到最后的分析中（Ulrich & Gotelli, 2010）。

最终，27 个样方的数据满足分析要求。

为分析 SAD 形状与海拔高度之间的关系，该研究利用线性回归模型，分析

了包含所有样方时的α值、η和λ值分别与海拔高度之间的关系。为分析不同森林

植被类型中海拔对 SAD 形状的影响，我们针对含有至少 6 个样方的常绿针叶林、

常绿与落叶阔叶混交林以及落叶阔叶林，利用线性回归模型分别分析了不同植被

类型中物种多度分布模型的各参数（α、η和λ值）与海拔之间的关系。

该研究中的所有分析均在 R 软件（R Core Team, 2022）中进行。

2 结果与分析
2.1 植被类型和物种组成情况

通过对安吉小鲵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主要森林植被进行调查，共发现木本

植物 166 种，其中不同植被类型中，物种数最丰富的为常绿阔叶林，其次为常绿

针叶林、常绿与落叶阔叶混交林、常绿针叶与落叶混交林等（图 1）。



BDF. 落叶阔叶林；ENF. 常绿针叶林；EDBLF. 常绿与落叶阔叶混交林；ECBLF. 常绿针叶与阔叶混交

林；EBLF. 常绿阔叶林；DCF. 落叶针叶林。植被类型间具有不同的小写字母时表示物种数具有显著差异

（P<0.05）。
BDF. Broad-leaved deciduous forest; ENF. Evergreen coniferous forest; EDBLF. Mixed evergreen and deciduous
broad-leaved forest; ECBLF. Evergreen mixed coniferous and broad-leaved forest; EBLF. Evergreen
broad-leaved forest; DCF. Deciduous coniferous forest.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among vegetation type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number of species (P<0.05).

图 1 不同植被类型中的物种数
Fig. 1 The number of species in different vegetation types

2.2 不同植被类型的物种多度分布模型

通过对不同样方中的物种多度分布拟合对数级数模型和对数正态模型，几乎

所有的样方中的物种多度分布曲线能更好的拟合对数级数模型，仅常绿针叶林中

的 1 个样方能更好的拟合对数正态分布模型（表 1）。

表 1 不同森林植被类型中设置的样方数量及物种多度分布的最优拟合模型为对

数级数模型或对数正态模型的样方数
Table 1 The number of plots in different forest types and the number of SADs fitted

to lognormal model or logseries model
植被类型
Vegetation type

样方数
Number
of Plot

海拔范围
Range of
elevation（m）

对数级数模型
Logseries model

对数正态模型
Lognormal model

落叶阔叶林 Broadleaved deciduous forest 12 649~1 450 12 0
常绿针叶林 Evergreen coniferous forest 6 618~1 483 5 1
常绿与落叶阔叶混交林 Mixed evergreen and deciduous
broad-leaved forest

5 656~848 5 0

常绿针叶与阔叶混交林 Evergreen mixed coniferous and
broad-leaved forest

2 675~717 2 0

常绿阔叶林 Evergreen broad-leaved forest 1 753 1 0
落叶针叶林 Deciduous coniferous forest 1 639 1 0

2.3 物种多度分布模型与海拔的关系

Gambin 模型中的α参数和 Weibull 模型中的η参数均反映物种多度分布曲线

的形状，在该研究中α和η值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图 2,：R2=0.372，P<0.001），
表明两个模型中的参数在反映物种多度曲线形状的变化上具有一致性。

当包含所有样方时，反映物种多度分布曲线形状的 Gambin 模型的α值（图

3A：R2=0.005，P>0.05）和 Weibull 模型的η值（图 3B：R2=0.025，P>0.05）与

海拔高度之间无显著的相关性，而反映物种多度分布差异程度的 Weibull 模型的

值与海拔高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图 3C：R2=0.14，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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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Gambin 模型中α值和 Weibull 模型中的η值间的线性关系
Fig. 2 The 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Gambin’s α and Weibull’s η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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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Gambin 模型的参数α（A）、Weibull 模型的参数η（B）和λ（C）值与海拔

之间的线性关系
Fig. 3 Relationships between altitude and Gambin’s α (A), Weibull’s η (B) and

Weibull’s λ (C) value.

不同植被类型中，常绿针叶林的物种多度分布的形状（α和η）与海拔之间无

显著的相关性。常绿与落叶阔叶混交林中，α值与海拔高度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

关关系；海拔高度与η值间同样具有负相关关系，且具有较高的解释度（表 2）。

对于落叶阔叶林，λ值与海拔高度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α值和η值与海

拔高度之间均无显著相关性（表 2）。

表 2 不同植被类型中 Gambin 模型参数α值、Weibull 模型参数η和λ值与海拔之

间线性关系模型的结果
Table 2 Results of 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Gambin’s α, Weibull’s η and λ value

and altitude in different vegetation types
估计值
Estimated value

标准差
Stardard error

t-值
t-value

R2值
R2 value

常绿针叶林 Evergreen coniferous forest
α 0.001 0.001 0.735 0.118



η 0.001 0.001 -0.038 0.001
λ 0.001 0.001 1.880 0.469
常绿与落叶阔叶混交林 Mixed evergreen and deciduous broad-leaved forest
α -0.003 0.001 -2.644 0.699*

η -0.001 0.001 -1.952 0.559*

λ -0.001 0.003 -0.397 0.050
落叶阔叶林 Broad-leaved deciduous forest
α 0.001 0.001 0.290 0.008
η -0.001 0.001 -1.089 0.106
λ 0.002 0.001 1.755 0.235*

注：*P ≤ 0.10; **P ≤ 0.0。
Note: *P ≤ 0.10; **P ≤ 0.01.

3 讨论与结论
3.1 对数级数模型和对数正态模型对森林群落 SAD的拟合

通过对安吉小鲵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森林群落物种多度分布（SAD）分别进

行对数级数和对数正态模型的拟合，结果发现，对数级数模型比对数正态模型能

更好的拟合各样方中的 SAD（表 1）。另外，该研究也发现，Weibull 模型中的

值η均小于 2，也说明了样方中的 SAD 能更好的拟合对数级数分布。Ulrich 等

（2016b）在全球尺度上针对旱地植物群落，对数正态模型能更好的拟合旱地植

物群落的物种多度，表明对数生态模型与年降水量少、干旱度高和气候变异性高

等环境不稳定的群落 SAD 相关。同时，Ulrich 等（2022）在草地上的研究发现，

对数正态模型在极端的干旱环境下普遍适用，而对数级数模型适用于土壤肥沃、

水分充足的具有高物种丰富度的群落。不同于旱地植物群落的研究结果

（Whittaker, 1965），在热带和温带森林的研究中，大量的研究也发现对数级数

模型比对数正态模型能更好的拟合森林群落的 SAD（Morlon et al., 2009; Ulrich et
al., 2016a）。Wu 等（2018）在亚热带次生林中也发现在不同尺度上对数级数模

型可以较好的拟合 SAD。该研究结果也显示对数级数模型能更好的拟和北亚热

带区域中各植被类型的 SAD。上述结果说明对数级数模型对于森林各植被类型

更加适用。另外，对数级数模型也反映研究森林群落中存在大量的偶见种和少量

的常见种（Preston, 1948），与已有研究发现亚热带地区的森林群落中能够维持

较多的偶见种的结论相一致（祝燕等，2008）。

3.2 森林群落 SAD形状与海拔高度之间的关系

虽然研究区域的森林群落中对数级数模型对 SAD 均具有更好的拟合效果，

但是受气候条件、生境异质性等因子的影响，随着环境梯度的变化，SAD 形状

可能会存在连续变化（Ulrich et al., 2016a; Arellano et al., 2017; Ulrich et al., 2018）。
已有研究发现，海拔和生境异质性（Arellano et al., 2017）、气候和土壤因子

（Matthews et al., 2019; Ulrich et al., 2022）、地形和景观（Matthews et al., 2017;
Ibanez et al., 2020）等环境因子以及干扰历史（Matthews & Whittaker, 2015）等均

会显著影响 SAD 的形状。例如，随着海拔梯度的变化，森林群落的 SAD 由接近

对数级数模型的形状逐渐变为接近对数正态模型，即曲线的偏斜度降低（Arellano
et al., 2017）。而在该研究中，当包含所有的样方时，并没有发现 SAD 的形状与

海拔梯度之间的变化关系，但是反映群落内物种多度变化尺度范围的λ值随海拔

高度的增加而增加。该结果说明随着海拔梯度的增加，物种在多度水平上对环境

的响应，即随着海拔高度的增加，适应于高海拔的物种个体相对多度显著增加，



而不适应于高海拔的物种的相对多度降低。Arellano 等（2014）在热带森林中发

现，在海拔梯度上群落中常见种的比例与物种库的大小密切相关，与植被类型等

无关。但该研究中针对不同的森林类型时，对于常绿与落叶阔叶混交林群落，随

着海拔梯度的增加，α值和η值均减少（表 2），该结果说明随海拔高度的增加，

常见种的比例减少，偶见种的比例增加。该结果的产生可能是由于随海拔高度的

增加，常绿阔叶树种逐渐不适应于高海拔的生境，成为偶见种。此外，对于该研

究区中主要分布的落叶阔叶林，我们发现随着海拔梯度的增加，α值和λ值增加（偏

向于对数正态分布），说明随着海拔高度的增加，群落内物种的个体多度分布更

加均匀，即常见种的比例增加（表 2），该结果表明落叶阔叶林随着海拔梯度的

增加，群落将变得更为稳定。

3.3 森林植被的保护和管理

该研究同时结合物种丰富度和物种多度的信息，利用物种多度分布模型，发

现亚热带安吉小鲵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的森林群落 SAD 主要符合对数级数模型

的预测，说明此区域中森林群落中的物种主要以偶见种（个体多度相对较少）为

主，暗示我们在该森林的保护和管理，不能仅通过抚育、间伐等方式维持森林中

的常见种或优势种，更应该关注偶见种。另外，针对不同 SAD 的形状和尺度变

化，海拔高度会显著影响 SAD 的尺度变化，并且对于不同的植被类型，海拔高

度对 SAD 形状的变化影响不同。因此，针对不同的植被类型在不同的海拔梯度

上应采取不同的保护管理措施。例如，对于物种较为丰富的森林群落，如落叶与

常绿阔叶混交林，随海拔高度增加，α值和η值均减少，说明其偶见种比例增加，

因此高海拔地区的混交林更应该得到保护；而对于落叶阔叶林，随海拔高度的增

加，α值和λ值增加，说明低海拔分布的落叶阔叶林中包含有更多的偶见种，则应

重点关注低海拔区域的群落。基于上述结果可以看出，利用 SAD 形状的变化，

能更深入的分析物种丰富度和多度等多维度多样性对环境因子的响应。相较于仅

考虑物种丰富度或物种多度，能够提供群落结构更多的信息，有助于森林群落多

样性现状、变化规律、森林的管理等研究和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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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表 1 安吉小鲵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 28 个森林样地的植被类型信息
Table S1 Vegetation type information of 28 forest sample plots in Hynobius amjiensis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样地

编号
植被型 植被亚型 群系组 群系

海拔

(m)

LWS15 常绿阔叶林 典型常绿阔叶林 青冈类常绿阔叶林
小叶青冈-

褐叶青冈林
753

LWS10 常绿与落叶阔叶混交林
亚热带山地常绿与

落叶阔叶混交林
华桑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

华桑-紫楠-

紫弹树林
671

LWS11 常绿与落叶阔叶混交林
亚热带山地常绿与

落叶阔叶混交林

青冈类常绿落叶阔叶混交

林

小叶青冈-

青钱柳林
656

LWS24 常绿与落叶阔叶混交林
亚热带山地常绿与

落叶阔叶混交林

青冈类常绿与落叶阔叶混

交林

小叶青冈-

青钱柳林
844

LWS25 常绿与落叶阔叶混交林
亚热带山地常绿与

落叶阔叶混交林

青冈类常绿与落叶阔叶混

交林

小叶青冈-

缺萼枫香林
848

LWS26 常绿与落叶阔叶混交林
亚热带山地常绿与

落叶阔叶混交林

青冈类常绿与落叶阔叶混

交林

小叶青冈-

山柿林
846

LWS06 常绿针叶林 暖性常绿针叶林 杉木暖性常绿针叶林 杉木林 618

LWS07 常绿针叶林 暖性常绿针叶林 杉木暖性常绿针叶林 杉木林 664

LWS09 常绿针叶林 暖性常绿针叶林 杉木暖性常绿针叶林 杉木林 747

LWS04 常绿针叶林 温性常绿针叶林 黄山松温性常绿针叶林 黄山松林 1483

LWS17 常绿针叶林 温性常绿针叶林 黄山松温性常绿针叶林 黄山松林 1412

LWS18 常绿针叶林 温性常绿针叶林 黄山松温性常绿针叶林 黄山松林 1341

LWS13 常绿针叶与阔叶混交林
暖性常绿针叶与阔

叶混交林
杉木暖性针阔混交林

杉木-檫木-

柳杉林
717

LWS12 常绿针叶与阔叶混交林
暖性常绿针叶与阔

叶混交林

杉木暖性针叶与阔叶混交

林

臭椿-杉木

林
675

LWS08
常绿针叶与落叶阔叶混

交林

暖性常绿针叶与落

叶阔叶混交林
柳杉暖性针阔混交林

柳杉-檫木

林
718

LWS16 落叶阔叶林 暖性落叶阔叶林 栎类落叶阔叶林 短柄枹林 716

LWS05 落叶阔叶林 暖性落叶阔叶林 青钱柳落叶阔叶林 青钱柳林 649

LWS14 落叶阔叶林 暖性落叶阔叶林 山合欢落叶阔叶林
山合欢-杉

木林
705

LWS27 落叶阔叶林 暖性落叶阔叶林 银缕梅落叶阔叶林
银缕梅-紫

弹树林
768

LWS22 落叶阔叶林 温性落叶阔叶林 鹅掌楸落叶阔叶林 鹅掌楸林 1000

LWS20 落叶阔叶林 温性落叶阔叶林 花楸类落叶阔叶林 水榆花楸林 1317

LWS21 落叶阔叶林 温性落叶阔叶林 花楸类落叶阔叶林 水榆花楸林 1366

LWS28 落叶阔叶林 温性落叶阔叶林 华桑落叶阔叶林
华桑-臭椿-

连香树林
944

LWS02 落叶阔叶林 温性落叶阔叶林 梨类落叶阔叶林
杜梨-四照

花林
1308

LWS03 落叶阔叶林 温性落叶阔叶林 栎类落叶阔叶林 黄山栎-毛 1450



山荆子林

LWS19 落叶阔叶林 温性落叶阔叶林 栎类落叶阔叶林 锐齿槲栎林 1317

LWS01 落叶阔叶林 温性落叶阔叶林 栎类落叶阔叶林

锐齿槲栎-

小叶白辛树

林

1359

LWS23 落叶针叶林 暖性落叶针叶林 金钱松暖性落叶针叶林 金钱松林 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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